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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以“V 給”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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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主要討論了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並與普通話的施用
結構進行了比較。和普通話一樣，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標記通常來自於給予動詞的“給”，

附綴於動詞之後以增加動詞的價。與三價給予義動詞結合時，該施用標記可有可無，不產

生增價效應。不同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各具特色，其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主要是受益

者和接受者，各個方言點之間施用結構的語序因語言接觸的影響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分

佈上呈現為一個連續統。總體而言，“V給”施用結構構成了西北漢語方言語法的一個典
型語法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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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施用結構是某些語言組織小句的一種手段，它允許將題元關係上處於外圍地位

的論元或附加語編碼為核心賓語論元。這類結構通常使用顯性的動詞形態標記來體現

（Peterson 2007: 1）。這種改變配價的形態句法手段是一種變價操作，常見的有增價、
減價和等價交替（葛平平  2021；Ge & Comrie 2022）。就句法價（syntactic valence）
而言，施用是一種典型的增價操作，使一個邊緣性參與者成為直接賓語，從而將其帶

入到中心位置（Payne 1997: 172）。普通話也存在顯性引入非論元的施用標記，例如
雙賓結構中出現在動詞後的“給”（Paul & Whitman 2010；孫天琦  2015, 2019）。不過，
在普通話裡並非所有動詞都能進入“V給”施用結構，僅限於少數給予義或傳遞義動
詞，如“送給”“寫給”“寄給”等。相比之下，西北漢語方言中的“V給”施用結
構呈現更大的開放性，能夠進入該結構的動詞在類別和數量上均明顯比普通話更為廣

泛，不局限於給予義或傳遞義動詞，非傳遞義動詞同樣可以進入這一結構，如“刻給”

“打給”“辦給”“烤給”“做給”等等。西北地區的中原官話、蘭銀官話和山西晉

語都有施用結構（Chappell 2024）。本文根據田野調查，結合相關研究成果，討論西
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探求“V給”施用結構的動詞類型、語序類型和施用賓語的
語義角色，同時與普通話的施用結構進行對比分析，以揭示二者在變價機制與結構表

現上的異同。

2. 什麼是施用結構？

施用（applicative）1最早的術語是 verbo aplicativo（施用動詞），首次出現在西班
牙傳教士語法學家 Rincón（1595）對古典納瓦特語（Classical Nahuatl）2的描述中，後

來被 Carochi（1645）採用，一直用於猶他 -阿茲特克語（Uto-Aztecan）3研究中。納

瓦特語的不及物謂語與及物謂語可以採用施用後綴 -lia或其語素變體之一，從而在小
句中引入了一個額外的賓語，如例（1）所示：

1 applicative的翻譯術語有“應用式”（程傑、溫賓利  2008）、“施用結構”（孫天琦  2015）、“增
元構式”（楊永龍  2014）、“增賓式”（楊永龍  2019）、“增賓結構”（趙綠原  2024）、“雙
系式”（楊永龍  2014；趙綠原  2019；吳桐  2021）等。關於西北漢語方言中含“給”施用結構
的研究，羅端（2013）對唐汪話的考察中首次引入“施用（applicative）”這一分析視角，對相
關結構加以討論。該語言學術語起源參 Zúñiga和 Creissels（2024: 38–39）。

2 古典納瓦特爾語有時也被簡稱為阿茲特克語或納瓦特爾語，指 16世紀西班牙征服阿茲特克帝國
前後於墨西哥谷地起通用語效用的各納瓦特爾語變體，均為黏著語。在隨後的時代，古典納瓦特

爾語的地位逐漸為西班牙語所取代，並發展為現代的納瓦語族諸語言。
3 也稱 Uto-Nahuatl語，美洲本土語言語系，包含三十種以上語言，主要分佈在北美洲的美國和墨
西哥，該名稱涵蓋美國猶他州的猶特語與墨西哥的納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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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典納瓦特語
 a. Ni-tzàtzi.
  1SG.SBJ-shout4

  ‘I shout.’（我喊。）
 b. Ni-mitz-tzàtzi-lia.
  1SG.SBJ-2SG.OBJ-shout-APPL
  ‘I shout after you.’ / ‘I call you by shouting.’（我追著你喊 /我大聲喊你。）
 (Launey 2011: 42, 203)

這裡展示的是古典納瓦特語不及物謂語 tzàtzi“喊”的基礎結構與施用結構的對
比。在例（1b）中，動詞後添加了一個施用後綴 -lia，相較於例（1a），小句引入一個
新的賓語 mitz“你”。其後，在非洲班圖語（Bantu）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該術語
就經常被用於班圖語的描述之中。近來，在世界多種語言中陸續觀察到此種現象。

Polinsky（2013）對施用結構的定義是：在施用結構中，謂詞選擇的賓語論元數量
相較於基礎結構增加了一個，謂詞通常有顯性標記，新增的賓語稱為施用賓語（applied 
object），而動詞在未帶施用標記時所支配的賓語則為基礎賓語（basic object）。
Zúñiga & Creissels（2024: 4）最新定義指出：施用結構與基礎結構相對應，具有多個
形式特徵，其中之一是前者包含一個承擔非施事性語義角色的特定成分，即施用短語

（applied phrase）。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下：

i)  兩種結構的謂詞詞根相同，但施用結構的謂詞有額外的顯性標記，從而與基礎
結構的謂詞相區別。

ii)  基礎結構中編碼為主語或施事的參與者在施用結構中仍為主語或施事。

iii)  施用結構包含一個既非主語亦非施事的名詞短語——施用短語，該成分在基礎
結構中要麼被編碼為非核心短語，要麼根本無法表達。

(2) 聖盧卡斯基亞維尼方言（San Lucas Quiaviní）5

 a. B-ìi’lly-nèe	 Gye’eihlly	 [Jwaany]. （施用結構）

  PERF-sing-APPL	 Mike	 John
		  ‘Mike sang with John.’  

4 語法縮略語：1：first person，第一人稱；2：second person，第二人稱；APPL：applicative，施用；
OBJ：object，賓語；PERF：perfect，完成時；SBJ：subject，主語；SG：singular，單數。

5 薩波特克語（Zapotec），中美洲墨西哥薩波特克人使用的語言，主要分佈在瓦哈卡州（Oaxaca），
屬歐托 -曼格語系（Oto-Manguean languages），且存在多個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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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ìi’lly	 Gye’eihlly	 [cëhnn	 Jwaany]. （基礎結構）

  PERF-sing	 Mike	 with	 John.
		  ‘Mike sang with John.’（麥克與約翰一起唱歌）
 (Munro 2000: 285–286)

例（2）用聖盧卡斯基亞維尼方言的一對小句說明了這種對立，在（2a）的施用結
構中，Jwaany“約翰”是施用短語，是含施用動詞 ìi’lly“與……一起唱歌”小句的受
事論元；在（2b）的基礎結構中，相同的參與者（cëhnn Jwaany“與約翰一起”）是
可選的附加成分，動詞是基礎的非派生形式，僅有“唱歌”的語義。

3. 普通話的施用結構

在《現代漢語八百詞》（呂叔湘主編  1999: 226–227）中，“給”有動詞、介詞和
助詞三種用法，下面分別列舉幾例：

動詞：

(3) 那本書我給你了。
介詞：

(4) 交給我一封信。（引進接受者）
(5) 給病人治病。（引進受益者）
(6) 這本書給你弄髒了。（引進受害者）
助詞：

(7) 我們把房間都給收拾好了。

例（4）這種結構屬於普通話複合式雙賓結構（劉丹青  2001）。關於動詞後的
“給”，《現代漢語八百詞》將其分析為介詞，用來引進交付、傳遞的接受者。我們

贊同其語義分析，但從詞類與句法功能來看，此處的“給”應該分析為一個施用後綴，

從而構成一種施用結構。下面對普通話的施用結構進一步說明：

(8) a. 他寫信。
 b. *他寫我。
 c. *他寫我一封信。
 d. 他寫給我一封信。
 e. 他寫了一封信給我。
 f. *他寫給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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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他寫了給我一封信。
 h. 他寫給了我一封信。

例（8a）中動詞“寫”是單及物動詞，其論元結構包含施事主語“他”與受事賓語
“信”，該句在句法上成立。在例（8b）中，充當受事的“信”被“我”所替代，“我”
是人稱代詞，通常不作為“寫”的直接受事賓語，因而句子不能成立。在例（8c）中，
句子層面含施事主語“他”、間接賓語“我”和直接賓語“信”三個論元，因“寫”是

二價動詞，三個論元無法同時獲得句法許可，該句因此不成立。在例（8d）中，動詞
“寫”後添加了施用後綴“給”，構成複合謂詞結構“寫給”，從而許可施事主語、

間接賓語和直接賓語三個語義論元同時出現，該句因此成立。與例（8e）相比，與格
結構中的“我”提升為間接賓語，進入論元結構；若省略間接賓語“我”，句子即不

成立，如例（8f）所示。因此，“他寫給我一封信”應分析為施用結構，該結構通過
引入施用後綴“給”增加了動詞的價。此外，體標記“了”只能附著於複合謂詞“寫

給”之後，而不能插入“寫”和“給”之間，這一分佈事實表明，動詞“寫”和施用

標記“給”構成緊密的複合結構，二者不能分開，相關例證分別見例（8g）、（8h）。

朱德熙（1979）集中討論了由動詞“給”組成的三種句式，發現“寄”類動詞與
“寫”類動詞在分佈上相同，施用結構的分析可為該現象提供一種理解思路。

表 1  Va和 Vc在 S1、S3、S4裡的分佈表 6

S1 S3 S4

Va
Va -Va/c ( ≈ Va2) 賣類 + - +

Va/c( ≈ Va1) 寄類 + + -
寫類 + + -

Vc 炒類 - + -

表 1中的“寄”類動詞表示“給予”，而“寫”類動詞本身並不表示“給予”。
按照設想，兩者在 S1、S3和 S4中應該是對立的：“寄”類動詞和“賣”類動詞的分
佈應該一樣，“寫”類動詞和“炒”類動詞的分佈應該一樣；然而從分佈表來看，

“寄”類動詞和“寫”類動詞的分佈卻完全相同。朱德熙的解釋是沒看到這一類動詞

語義上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只看到“寫”類動詞不表示“給予”的一面，而沒注意

6 朱德熙（1979）集中討論了由動詞“給”構成的三種句式：S1：NS + V + 給 + N′ + N（我送給他
一本書）；S3：NS + 給 + N′ + V + N（我給他寫一封信）；S4：NS + V + N′ + N（我送他一本
書）。其中，Va為給予類動詞，如“送、賣、寄、寫”等；Vb為取得類動詞，如“買、搶、偷”
等；Vc 為製作類動詞，如“炒、刻、打 ~毛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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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也有表示“給予”的一面；另一方面，只看到了“寄”類動詞表示“給予”的一

面，而沒有看到它還有不表示“給予”的一面。

實際上，儘管“寄”類動詞與“寫”類動詞是二價動詞，但在其語義結構中均隱

含了“受者”這一參與角色。S4不能成立的原因在於，“寄”類動詞與“寫”類動詞
不同於“賣”類等典型“給予”類動詞，本身不能帶有三個論元。S1和 S3能成立是
因為這兩類動詞在句法上經過了相應的操作。其中，S1是添加施用後綴“給”引入充
當受事間接賓語，從而增加一個施用論元（即施用受事賓語），使動詞由二價變成三

價，實現增價；S3則是通過與格結構引入受事間接賓語。在 S3句式中，“給”後面
的賓語既可以是“接受者”，也可以是“受益者”，因而存在語義歧義。例如“我給

他寫一封信”，既可理解為“我寫一封信給他”，其中“他”是接受信件的對象；亦

可理解為“我替 /幫他寫一封信”，其中“他”是“寫信”這一行為的受益者，因此有“接
受者”和“受益者”兩種解讀。給予類動詞本身包含轉移的語義特性，在此類動詞的

語境中，“給”後面賓語在語義角色上應分析為“受益者”，而非“接受者”，例如：

(9) 我給他賣了一輛車≠我賣給他一輛車 /我賣他一輛車
(10) 我給他送了一封信≠我送給他一封信 /我送他一封信

在普通話中，製作類動詞不能進入“V給”的施用結構，例如：

(11) *我刻給他一塊圖章。
(12) *我打給他一件毛衣。

西北漢語方言中能夠進入“V給”結構的動詞類型十分廣泛，包括給予類、奪取
類、製作類和言說類動詞。例如：

甘肅蘭州話

(13) 他給我偷給了一個凳子。（李煒  1987: 121）
(14) 他給我打給了一件子毛衣。（李煒  1987: 124）
(15) 你去給那說給，我們就走呢。（王森、王毅  2003: 412）

以“V給”為代表的施用結構在西北漢語方言中普遍存在，構成西北漢語方言的
一項特徵性結構。Chappell（2024）初步歸類為“傳遞”動詞、“自主行為”動詞以及“奪
取和交流”動詞。不僅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乃至謂語形容詞都可以接“給”，如“走

給”“熱壞給”。然而，並不是所有的“V給”結構都符合施用結構的定義，相關區
別將在下文做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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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

4.1. 西北漢語方言施用結構的分佈

龍果夫（1958: 114）最早指出：“在甘肅和陝西方言裡，在同一個句子裡可以同
時又用前置詞‘給’又用動詞‘給’……句子裡可以同時包含三個‘給’，例如‘給

他給給了’”。公望（1986）、李煒（1987）都觀察到蘭州方言中三個“給”可以同
時出現。王森、王毅（2003）認為“V+給”句式在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省區的
廣大地區普遍使用。Chappell（2024）指出，甘青地區語言聯盟中廣泛存在以“給”
為後綴的施用標記，涉及甘溝話、臨夏話、唐汪話、西寧話、蘭州話和五屯話等方言，

寧夏銀川、隆德、固原，新疆烏魯木齊，以及山西太原等地，亦可見類似用法。西北

地區是一個宏觀的地理概念，具體哪些地方存在該現象，目前還沒有人系統統計過。

我們根據《甘肅方言語法》（敏春芳編  2021）和《甘肅方言概況》（甘肅師大中文系
方言調查室編、雒鵬編著  2023）的語法例句初步發現，甘肅絕大部分方言點均存在以
“給”作為動詞後綴的現象，如蘭州、紅古、永登、榆中、白銀、靖遠、天水、秦安、

武威、民勤、古浪、永昌、張掖、山丹、平涼、涇川、靈臺、酒泉、敦煌、西峰、

環縣、鎮原、通渭、臨洮、漳縣、武都、文縣、宕昌、康縣、西和、臨夏市、7臨夏

縣、合作、舟曲、臨潭、會寧、靜寧、清水、天祝、高臺、玉門、瓜州、和政等方言

點都有此類現象，皋蘭和康樂（田野調查）亦有使用。除上述地區外，寧夏中寧（李

樹儼  1987）、同心（張安生  2006）、中衛和涇源（林燾 2012）、平羅（張婷、陳保
亞  2018），青海貴德周屯（周晨磊  2023）、貴德劉屯（馬夢玲  2019）、平安和樂都（田
野調查）等地方言均有這類結構。這些方言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

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中主要被歸入蘭銀官話和中原官話，也有部分地區被劃為“混
合語”。此外，內蒙古晉語（邢向東、張永勝  1997）、中亞東干話（王森  2001）、
山西平定（延俊榮  2006）、陝西戶縣（孫立新  2007）等方言中也可見該現象。本文
以甘肅蘭州話和唐汪話為重點，同時兼顧西北地區其他方言點，以此考察西北漢語方

言中的施用結構。

4.2. 甘肅蘭州話的施用結構

蘭州話給予句結構為“S +給 + OR + V給 + OT”，
8如“我給他送給一本書”，或

“我給他給給一本書”，其對應的普通話表達是“我送給他一本書”。如前所述，“給

7 臨夏市方言中相當於施用標記的“給”記為“的”，漢民讀“ti”，回民讀“tɕi”，本字不明（蘭
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研究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  1996: 187）。

8 在雙及物結構中，S為施事主語（subject），R為類似與事（接受者）的論元（recipient），T為
客體論元（theme），OR、OT分別指間接賓語和直接賓語，相關概念參張敏（2011: 106–107）。
蘭州方言例句除田野調查外，主要選改自李煒（1987），王森、王毅（2003）和賈瑩（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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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在西北方言中的使用十分普遍，但普通話中並不存在。朱德熙（1979）認為“給 + 
N' + N”在結構上實際上與“賣 +給 + N' + N”、“送 +給 + N' + N”相平行，可視為
“給 +給 +N' + N”，即兩個“給”在普通話中發生了融合，這與“了 1+了 2 →了”“的
1+的 2 →的”屬於同類現象；而在西北方言裡，這兩個“給”仍然保持分立。蘭州話
中位於主語之後、動詞之前的“給”一般視為介詞，其功能是“引進與動作、行為有

關的對象”，例如：

(16) 我給他賣給一斤果子。（李煒  1987: 121）
(17) 他給我端給了一碗牛肉麵。（李煒  1987: 126）

例（16）按普通話的理解應是“我為 /替他賣了一斤水果”，但在蘭州話中，其
實際含義是“我賣給他一斤水果”。例（17）在蘭州話其意為“他端了一碗牛肉麵給
我”。例句中位於動詞前的“他”與“我”在語義角色上均為接受者。至於“V給”
結構中依附於動詞的後綴“給”，李煒（1987）指出“給”靠“複指”的方式來明確
間接賓語的內容，在特定語境下，如果間接賓語是已經明確的共知信息而刪略，“給”

就只起到隱含該間接賓語的作用。例如：

(18) 書我給給了。（書我送給某人了。）

在例（18）中，接受者在語境中被隱含，但動詞後的“給”仍然提示有一個接
受者或轉移終點的存在。賈瑩（2017: 167）認為“給”的直接成分實際上蘊含在其
所依附的名詞性成分之中，表示動作的接受者或轉移的終點，就是動詞前的受事、表示動作的接受者或轉移的終點，就是動詞前的受事、

與事成分。與事成分。

以上分析在功能層面上已與施用結構中施用標記的作用接近以上分析在功能層面上已與施用結構中施用標記的作用接近。“賣給”“端給”

“給給”等結構中的“給”，和位於主語之後、動詞之前的“給”在功能上是一致的，

均有引入接受者的作用，並在整體結構上表達了傳遞、交付的意義。這正是施用後綴

“給”的核心功能：引進一個承擔非施事性語義角色的特定成分，並在句法上使其獲

得賓語的地位。主語後、動詞前的“給”和動詞後的“給”在功能上的一致性，還可

以在青海話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例如：

青海話

(19) a. 他的書給看給了。
 b. 他的書給看了。
 c. 他的書看給了。（他的書給 /讓某人看了）
 （程祥徽  198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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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 給灌給了一碗酒。
 b. 給灌了一碗酒。
 c. 灌給了一碗酒。（給某人灌了一碗酒）
 （程祥徽  1980: 145）

在例（19）和（20）中，三個小句表達的意義基本一致。在語境支持下，受事對
象可以省略，兩組例句中（c）句式較為常見。9結合蘭州話的例（18）可見，動詞前
的“給”在日常語境中可以省略，動詞後的“給”真正起到引入並管轄動詞前論元的

作用，通常不能省略。10在語序上，蘭州話可通過“把”將直接賓語前置，如“我給

他給給一本書”可轉變為“我把書給他給給了”，該結構依然應分析為施用結構。“S 
+給 + OR + V給 + OT”這一施用結構自甘肅、寧夏、青海，一直分佈至新疆，呈現出

明顯的西北漢語方言區域特色，例如：

甘肅靖遠、民勤等地

(21) 給小王給給一本書。（敏春芳  2021: 94–96）
寧夏銀川、中衛

(22) 你給他給給的錢太多啦！（林燾  2012: 191, 201）
青海樂都

(23) 我給你寄給了一封信。
新疆烏魯木齊

(24)我給他給給咧一本子爛書。（周磊  2002: 22）

4.3. 甘肅唐汪話的施用結構

唐汪話是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族自治縣唐汪鎮使用的語言。該區方言基本上

表現以下特徵：除少數從東鄉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借來的詞彙外，95%的基本詞彙
都來自漢語。表面上，其優勢語序是 OV，僅有“後置介詞”（postpositions）相當於

9 例（21）（22）三個小句表達意義雖相同，但我們傾向於認為例（21a）(21b）與例（22a）(22b）
中動詞前的“給”表達處置或使役的意味更濃，和例（21c）（22c）的結構省略不同，應是不同
的結構。

10 審稿專家提到在引入的間接賓語出現的情況下，動詞前的“給”和動詞後綴“給”是否強制出現？
還是只出現一個即可？針對該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在間接賓語出現的情況下，動詞前的“給”（我

們認為這是一個起到賓語標記功能的格標記，不等同於普通話的介詞“給”，這與語言接觸有關）

要強制出現，這是因為在 SOV型語序中，主語和賓語均位於動詞前，為避免歧義，需要區分出
主語和賓語，因而賓語通常有格標記，這是一種類型學的特徵。至於動詞後綴“給”，可省略的

情況是動詞本身為三價動詞“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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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標記”，沒有“前置介詞”（prepositions）；介詞詞組（即帶格標記的名詞性成分）
一律出現在動詞之前，呈現出兼具漢語與少數民族語言特徵的混合型語言特點。徐丹

（2014: 183）認為唐汪話的基本語序是 OV，但也有 VO語序。賓語標記“哈”可以
以多種形式出現，其音位變體為“啊”。此外，唐汪話中的“給”有給予動詞的用法，

在論元結構上屬於雙賓動詞，除施事主語以外，還包含受事賓語和間接賓語，例如：

(25) 我書哈那哈給寮。（我把書給他了。）

例（25）中有“書”和第三人稱代詞“那”兩個賓語，分別充當直接賓語和間接
賓語，整體語序為 OV。唐汪話中施用結構語序基本為 OV語序，其施用標記為“給”，
並帶有格標記，例如：

(26) a. 我羊肉哈炭啦烤寨。（我用炭烤羊肉。）
 b. 我那啊羊肉哈炭啦烤給寨。（我用炭給他烤羊肉。）

在例（26a）中，“炭”後的“啦”是工具格標記，“羊肉”由賓格“哈”標示。
例（26b）在動詞“烤”之後添加了施用後綴“給”，因此在原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充當
受益者的間接賓語“那”，並由賓格標記“哈”的自由變體“啊”標示。由於存在格

標記，唐汪話中動詞前論元的語序相對自由（Djamouri 2015），例如：

(27) a. 我羊肉哈那啊炭啦烤給寨。
 b. 我炭啦羊肉哈那哈烤給寨。
 c. 我那哈炭啦羊肉哈烤給寨。

在唐汪話中，論元和附加語亦可以作為話題前置到主語之前，但需保留其相應的

格後綴，例如：

(28) a. 羊肉哈我那哈炭啦烤給寨。
 b. 炭啦我那哈羊肉哈烤給寨。

此外，在話題和主語位置之間還存在一個焦點位置，該位置通過顯著的重音加以

突出，例如：

(29) a. 炭啦羊肉哈我那哈烤給寨。
 b. 那哈炭啦我羊肉哈烤給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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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區其他方言也存在與唐汪話類似的動詞前語序可自由變動的情況，通常出

現在有格標記的語言中，例如臨夏話與西寧話，二者的間接賓語都帶賓格標記“哈”。

臨夏方言中當動詞帶兩個賓語時，主語、動詞和賓語之間可形成多達七種不同的詞序

組合（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研究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  1996: 200–201）。王
雙成（2011: 16）提到西寧話給予類雙及物結構 B式“S + OR +哈 + OT + V”話題化時，
由於間接賓語帶有後置詞標記“哈”，會出現“OT + OR +哈 + S + V”、“OR +哈 + 
OT + S + V”、“OR +哈 + S + OT + V”、“OT + S + OR +哈 + V”等多種變式，但這
些都不是優勢語序。這些方言均屬甘青河湟地區的語言，地理上彼此接近，具有一定

的區域共性。這表明，在遵循 SOV語序的情況下，有格標記的賓語可以根據語用需要
變換位置，而不影響句子的語義表達。

唐汪話也存在 VO語序，主要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帶數量而不指定的受事賓語
一律出現在動詞後面，例如：

(30) a. 那綰寮一個毛衣。（他織了一件毛衣。）
 b. 我那哈綰給寮一個毛衣。（我給他織了一件毛衣。） 

朱德熙（1979）曾指出，由動詞“給”組成的句式中“似乎都有一種排斥由單獨
的名詞充任直接賓語的傾向”，其中最有優勢的形式是“數量詞 +名詞”。蘭州話的
情況亦然，“給他送給書”不可接受，只有在“書”前加上數量詞才自然。西北其他

漢語方言同樣如此，例如：

甘肅臨夏話

(31) 我傢哈卡給二斤油。（我分給他二斤油。）（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
研究組、甘肅省臨夏州文聯  1996: 184）

甘肅民勤話

(32) 彼他給我給給了三個果子。（袁衛華、肖雁雲  2019: 55）
青海話

(33) 我給你打給一件毛衣。（宋金蘭  1990: 47）
新疆烏魯木齊話

(34)給大家一人發給一盒子月餅。（周磊  2002: 21）
寧夏同心話

(35) 給娃喂給了幾口飯。（張安生  2006: 298）

第二種是動賓組並結構，只顯示 VO語序。



380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6) 我你哈賣書給寮。（我給你賣了書。）
(37) 我那哈做飯給寨。（我給他做飯。）

在唐汪話中，VO語序中的施用賓語跟 OV語序相同，仍位於動詞前；而直接賓
語可以出現在動詞後，不帶格標記，並且該賓語只能是受事賓語，動賓組並後再加

“給”。相比之下，在其他西北漢語方言中，如果採用“把”字句、話題化結構、或

將賓語置於動詞前，一般不需要數量詞修飾，例如：

甘肅蘭州話

(38) a. 我給他給給一本書。
 b. 我把書給他給給了。
 c. 書我給他給給了。
寧夏同心話

(39) a. 給他送給一雙鞋。
 b. 把鞋送給他。
 c. 把鞋給他送給。
 （張安生 2006: 297）
青海話

(40) 給王老師西瓜吃給。（程祥徽  1980: 145）

4.4. 施用後綴與增價

施用結構的主要功能在於增加謂語的價。例如，唐汪話的施用後綴“給”可以在

施用結構中將不及物動詞轉化為及物動詞（Djamouri 2015, 2026），11例如：

(41) a. 我田地裡走寮一趟。
 b. 我田地哈走給寮一趟。

在例（41a）中，“裡”表方位處所，而在例（41b）中，動詞“走”後接“給”，
動詞增加了一個價，“裡”轉為賓格標記“哈”，“田地”則由狀語轉變為賓語，其

語義角色為處所。

蘭州話的“V給”施用結構可以把二價動詞轉化為三價動詞，例如：

11 相關內容曾於首屆語言類型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二屆方言語音與語法論壇（常熟理工學院，
2013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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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他給我寫給了一封信。
(43) 老師傅給我刻給了個章子。

“寫”“刻”均為二價動詞，加上施用標記“給”之後，分別引入接受者和受益

者“我”，從而轉變為三價動詞。這種通過添加施用標記“給”的增價操作並不限於

普通話的“寫”類和“寄”類動詞，在西北漢語各方言及晉語中，所涉及的動詞範圍

較為寬泛，如製作類動詞、言說類動詞和奪取類動詞等，例如：

青海話

(44) 阿媽給客人把飯做給了。（宋金蘭  1990: 48）
甘肅臨夏話

(45) 我他們哈這個事情哈沒說的。（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方言調查研究組、甘肅
省臨夏州文聯  1996: 190）

山西太原話

(46) 他偷給小王一份答案。（沈明  2002: 112）

這些動詞多為具有主觀意志性的及物動詞，加上施用後綴“給”之後，能夠表

達傳遞、轉移或交付的語義，並帶有明確的接受者或受益者。不過，有時施用結構雖

然引入了施用賓語，卻並不一定導致動詞增價，這跟動詞本身的及物性密切相關。例

（47a）是普通話中典型的雙賓句，在有語境的情況下，“他送了我”或“他送了一
本書”皆能成立，但若單獨使用，語感上往往不自然，只有在雙賓結構中語義才顯得

完整。例（47b）在動詞“送”後添加了施用後綴“給”，句式同樣成立，動詞沒有
增價。

普通話

(47) a. 他送了我一本書。
 b. 他送給我一本書。

和普通話一樣，蘭州話中三價動詞“給”所包含的“給予”義是其固有的語義成

分，因此施用標記“給”既可以出現，也可以省略，而論元的數量並不會因此發生變

化，例如：

甘肅蘭州話

(48) a. 我給他給給一本書。
 b. 那給我給了一本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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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例（48）所示，在動詞本身為“給”的情況下，既可以用“給給”，也可以單
用“給”。唐汪話中由於雙賓動詞“給”“卡”本身就是三價動詞，因此施用標記

“給”的使用不是強制的，例如：

(49) 麥德那哈羊哈給 /卡（給）寨。（麥德給他 /她羊。）

唐汪話“給予”義動詞為“給”或“卡”，二者與施用後綴“給”組合成“給給”或“卡

給”。其中，“哈”為賓格標記，分別附著於間接賓語“那”和直接賓語“羊”之後。

在這種情況下，動詞是否帶施用後綴“給”不影響句子的成立。然而，對於不包含受益

角色的單及物動詞，如果要添加受益者，則必須在動詞後加上施用標記“給”，例如：

(50) 麥德那哈羊哈當 *（給）寨。（麥德給他 /她放羊）

在例（50）中的“當”表示“放牧”，是一個二價動詞，“麥德那哈羊哈當寨”
是不成立的，唯有在動詞後添加施用後綴“給”，把受益者“那”引入句中，句子才

能成立。

4.5. 非施用結構的“V 給”

在西北漢語方言中，並非出現在謂語後面的“給”都是施用標記。動詞後的“給”

有時僅用於強調動作結果的行為或狀態。以青海西寧城東話為例（安麗卿  2019: 189）：

(51) a. 尕存兒高考著考了五百多分兒。
 b. 尕存兒高考著考給了五百多分兒。

兩者都是陳述句，例（51a）是客觀陳述，不包含說話人的主觀態度，而例（51b）
在動詞“考”後添加了“給”，表現說話人主觀上認為該分數對“尕存兒”來說超出

預期、非常高。

“V給”結構有時用以加強主語的施事性和意志性，同時凸顯行為的非習慣性，
其後常接數量補語或動量補語。以唐汪話為例：

(52) a. 我今個睡寮（一個小時）。
 b. 我今個睡給寮 *（一個小時）。

例（52b）在不及物動詞“睡”後加上“給”，與例（52a）的差異在於“一個小
時”不能省略，其意為“我今天主動或特意睡了一個小時”。類似的例子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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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蘭州話

(53) 那今早上一下跑給了十圈兒。（王森、王毅  2003: 413）
寧夏同心話

(54) 走給了一回銀川。（張安生  2006: 298）

謂語形容詞也可以接“給”，如“難受給”“熱快給”“高興給”等。本文所考

察的方言中，形容詞後接“給”的結構主要表現為使役用法，其功能在於引入使役關

係，而非增加施用論元，因此不屬於施用結構。

4.6. 施用結構兼使役結構

在世界上的一些語言中，施用結構也可分析為使役結構，二者都屬於增價操作。

因此，在缺乏上下文的情況下，同一結構有時存在有兩種不同的理解，需加以區分，

例如：

甘肅唐汪話

(55) a. 我毛衣哈綰寮。（我織了毛衣。）
 b. 我毛衣哈那哈綰給寮。 

例（55b）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施用義，即“我為他織了毛衣”或“我織了毛
衣給他”；另一種是使役義，即“我讓他織了毛衣”或“我讓別人給他織了毛衣。”

從共時角度看，施用義與使役義的歧義並不能視為是由“V給”結構本身引起的，施
用“V給”結構與使役“V給”結構應該歸於兩種不同的結構，所表達的語義亦不相
同。青海話也有類似兩解的形式，例如：

(56) 我給你戴給個花帽帽。

例（56）句意可有兩種，第一種作施用解讀時，意為“我給你戴個花帽”，第二
種作使役解讀時，意為“我讓你戴花帽”。其中，第一種語氣比較委婉，第二種則帶

有命令的語氣，因此在口語中該句更傾向理解為施用結構。甘溝話（楊永龍  2014）同
樣存在這種同形異義的結構，例如：

(57) 馬廚子韓老師哈羊肉啊買給了。
 a. 馬屠夫買了羊肉給韓老師。
 b. 馬屠夫替韓老師買了羊肉。
 c. 馬屠夫讓韓老師買了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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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7）可以有三種理解，其中第一種和第二種均為施用解讀，施用賓語分別表
示受益者或替代對象，第三種則為使役解讀。本文重心在於描述和說明西北漢語方言

中的施用結構，故不作展開。

5. 西北漢語方言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

在世界語言中，施用賓語最典型的語義角色為受益者，根據《世界語言地圖集》

（WALS）12的統計，在 83種有施用結構的語言中，71種語言的施用賓語可承擔受
益者的語義角色，佔比高達 85%，可見受益者這一語義角在施用結構中相當普遍。
而且，20種語言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僅限受益者。除受益者外，較為常見的語義角
色還有處所、工具等（Polinsky 2013）。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語言的語法描述中，
受益者有時涵蓋了接受者與目標（goal），不太容易辨別。有些語言把受益者和受
損者歸為同一類施用參與者。此外，施用賓語還可以有領有、伴隨 /協同（comitative/
sociative）、替代對象（substitutive，即代表其執行動作的參與者）等語義角色
（Moroz & Polinsky 2024）。總體而言，受益者、目標和領有者通常是有生命的參
與者。與此對照，在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結構中，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比較豐富多

樣，例如：

5.1. 受益者

甘肅蘭州話

(58) 他媽給他娶給了個媳婦。
甘肅唐汪話

(59) 我那啊羊肉哈烤給寨。

為了更詳細地說明該語義角色在西北漢語方言的分佈情況，本文以《甘肅方言語

法》（敏春芳編  2021）所調查的 41個方言點為依據，考察甘肅方言施用賓語的語義
角色為受益者的表現。該書例句第 60條“給兒子把學費給給”，其中施用賓語“兒子”
的語義角色為受益者，該例在 41個方言點中有 33個方言點可以接受，佔比 80%。這
一結果表明，受益者是西北漢語方言施用賓語最典型的語義角色。這一結論能從動詞

類型的分佈得到進一步支持：在西北漢語方言中，“奪取”類和“製作”類動詞均可

進入“V給”結構，而這兩類動詞在施用結構中通常優先引入受益者，從側面印證了
受益者在該類方言施用結構中的核心地位。

12 詳見 https://wals.info/chapter/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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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受者

施用賓語為接受者的情況在給予句中較為常見，這是因為給予句本身涉及到事物

的轉移過程，包含施事（與者）、接受者以及轉移物等核心參與者，例如：

甘肅蘭州話

(60) a. 我給他給給一本書。
 b. 我把書給他送給了。
甘肅唐汪話

(61) a. 我那哈給給了一本書。
 b. 我那哈書給給了一本。
 c. 我書哈那哈給給了一本。

本文繼續以《甘肅方言語法》（敏春芳編  2021）調查的 41個方言點為依據，考
察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為接受者的情況。例句第 33條“把書給小王”，甘肅各方言點
的主要說法為“把書給尕（小）王給給”或“把書給給小王”；例句第 35條“給小王
一本書”，各方言點的主要說法為“給小王給給一本書”或“給給小王一本書”。綜

合來看，41個方言點中有 23個方言點可以接受此類表達，佔比 56%。需要指出的是，
以上統計僅涵蓋“給給”形式；如前所述，施用標記“給”在三價給予動詞後可省略，

因而施用賓語語義角色為接受者的實際比例應該更高。由此可見，在西北漢語方言中，

施用賓語語義角色為受益者和接受者的情況均相當普遍。當然，上述判斷仍基於有限

的例句數量，若對各方言點進行更為詳細的調查，施用賓語為受益者或接受者的比例

可能更高。

在西北地區漢語方言中，施用賓語語義角色為受損者、處所、工具、協同、領有、

替代對象、目標的現象也有，但由於現有研究材料涉及這方面的成果不多，相關例證

不夠豐富，具體方言點例句如下所示：

5.3. 處所

甘肅唐汪話

(62) 我田地哈走給寮一趟。

5.4. 受損者

青海周屯話

(63) 腳銬阿吉（他）哈銬給了個。（給他銬了腳銬。）（周晨磊  202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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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工具

甘肅唐汪話

(64) a. 那這個筷子啦吃寮。
 b. 那這個筷子哈吃給寮一趟。

例（64a）中“筷子”後接工具格標記“啦”，意為“他用筷子吃”。例（64b）中工
具格標記“啦”改為賓格標記“哈”，意為“他用過一次筷子”。

5.6. 協同

甘肅蘭州話

(65) 甲：你想重婚呢，老婆連 /給你復給麼不復給？
 乙：一會兒復給呢，一會兒不復給，說不成。

 （王森、王毅  2003: 413）

例（65）既可使用“連”，亦可使用“給”，表示“與某人協同做某事”，說明二者
功能等同，皆可引入重婚的對象“你”。重婚需要兩個參與者，“復給”的施用賓語為

“你”，該結構屬於蘭州話“給……V給”施用結構，“協同”義由施用結構所產生。

5.7. 領有

甘肅蘭州話

(66) 兒子的新房蓋給了。（王森、王毅  2003: 411）
(67) 家裡的錢捎給了。（王森、王毅  2003: 411）

例（64）意為“給兒子蓋了新房了”，例（65）意為“給家裡捎了錢”。13這兩例使

用領有結構表達非典型受益者：施用賓語在語義上是受益者，但並未作為一個獨立的

論元出現，而是處在領有者的位置上。前面提到在語境明確的情況下，施用賓語可以

省略，如蘭州話“書我送給了”，其中隱含了一個接受者，實際上可還原為“書我給

他送給了”。這裡既存在省略，但又以領有者的形式出現，避免了表達上的冗餘，是

一種非典型的受益施用結構。

5.8. 替代對象

青海甘溝話

(68) 我你啊作業寫給。（楊永龍  2014: 232）

13 另一種理解是“家裏捎了錢給某人”，省略了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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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周屯話

(69) 扎西我啊衣裳個買給了。（周晨磊  2023: 66）

例（68）意為“我替你寫作業”，其中施用賓語充當替代對象。例（69）則有兩
種解讀：a.“扎西買了一件衣裳給我”；b.“扎西給 /替我買了一件衣裳”。前者“我”
為受益者，後者“我”為替代對象。這種語義模糊性出現在缺乏語境的情況下。類似

的模糊性亦可見於普通話，“我給妹妹買輛車”中“妹妹”既視為接受者，也可視為

服務的對象，兩者在語義上有相通之處。 

5.9. 目標

甘肅蘭州話

(70) 書桌子上放給。（李煒  1987: 127）
(71) 箱子床底下塞給。（李煒  1987: 127）

例（70）和例（71）的意思分別為“書放在桌子上”和“箱子塞到床底下”。李
煒（1987）認為，這類句子中的“給”在形式和意義上都與給予句裡的“給”具有一
致性，其中處所詞可被理解為動作的終點（goal），即目標語義角色。

表 2  西北方言施用賓語的語義角色 14

語義角色 代表方言

受益者 蘭州、唐汪、甘溝等

接受者 蘭州、唐汪、烏魯木齊等

受損者 周屯

工具 唐汪

處所 唐汪

協同 蘭州

領有 蘭州

替代對象 甘溝、周屯

目標 蘭州

14 表格中所列的代表方言，並不意味著僅有這些方言才具有相應的施用賓語語義角色。正如 4.1節
所示，在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中亞東干語，以及山西部分晉語和陝西部分方言點都有“V
給”施用結構的存在。與此對應，其所涉及的施用賓語語義角色理應更加多樣。因目前深入調查

的方言點數量有限，且各地方言研究材料參差不齊，本文所呈現的各類施用賓語語義角色有待在

西北地區漢語方言中進行更全面和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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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北漢語方言施用結構的語序

王森（2001）認為，西北方言的整體句子格局表現為賓語（特別是短語充當的
賓語），或者說受事成分，往往直接出現在動詞前面，或由介詞“把”或“給”引出，

或由“把”“給”共用，提到謂語動詞前面。這一語序特徵被認為是受西北地區藏語、

蒙語、東鄉語、保安語、撒拉語、土語等多種少數民族語言以“SOV”為基本語序
格局的長期制約所致。這說明西北漢語方言施用結構的語序受到了周圍民族語言的

強烈影響，基於上述研究，本文總結西北地區若干代表性方言點中施用結構的語序

特點。

6.1. 青海甘溝話

A. S + OR哈 + OT哈 + V給（我你啊作業寫給。）

6.2. 甘肅唐汪話

A. S + OR +哈 + OT（哈）+ V給（我那啊羊肉哈烤給寨。）

B. S + OR +哈 + V給 + OT
15（我那哈綰給寮一個毛衣。）

6.3. 青海西寧話 16

A. S+ OR +哈 + OT + V給（老師我哈書發給了。）

B. S + OR +哈 + V給 + OT（阿媽我哈縫給了個新褲子。）

C. S +給 + OR + V給 + OT（我給你打給一件毛衣。）

D. S +把 + OT +給 + OR + V給（傢夜來把火車票給我給給了。）

6.4. 甘肅蘭州話

C. S +給 + OR + V給 + OT（我給他給給一本書。）

D. S +把 + OT +給 + OR + V給（我把書給他送給了。）

15 當直接賓語 OT是數量名短語，其中的名詞可以前置到動詞之前，而動詞後之後只剩下數量短語，

例如“我那哈毛衣哈綰給寮一個。”
16 王雙成（2011）提到西寧方言的 A、B類句式主要集中在甘肅省的臨夏（河州）和青海省境內，
而 C、D類句式則在更為廣泛的西北地區漢語方言中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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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新疆烏魯木齊話

C. S +給 + OR + V給 + OT（我給他給給一本書。）

D. S +把 + OT +給 + OR + V給（我把書給他送給了。）

E. S + V給 + OR + OT（我留給你一把鑰匙。）

6.6. 山西太原話

E. S + V給 + OR + OT（我打給我弟弟一件毛衣。）

E類型的施用結構在普通話中屬於複合式雙賓結構，但普通話中能夠進入“V給”
結構的動詞類型與數量明顯少於西北地區方言。就具體方言而言，甘肅蘭州話的施用

結構語序呈現出一種介於 SVO語序和 SOV語序之間的平衡型混合狀態，表現為間接
賓語在前，直接賓語在後。新疆烏魯木齊話的施用結構語序則綜合了甘肅蘭州話和普

通話 /山西太原話的特點。甘青河湟地區的唐汪話施用結構語序以 SOV語序為主，但
也存在 SVO語序；甘溝話的施用結構語序則完全為 SOV語序。青海西寧話在施用結
構語序上綜合了甘溝話、唐汪話與蘭州話的特徵。語序的異同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地

理差異和語言接觸影響的深淺。

總體而言，這些方言的施用結構語序既有一定的共性，又各具差異，在宏觀地理

分佈上呈現出一個連續統。楊永龍（2019: 15）在分析甘青河湟地區混合性語法特徵後
指出，不同特徵在河湟漢語中有表現程度之別，“如果跳出河湟地區，從更大的範圍

來看中國整個西部和北部地區，從河湟到秦晉，再到北京，許多語法特徵既有區別又

有聯繫，可以構成一系列程度有別的漸變連續統。”施用結構的語序正是西北漢語方

言漸變連續統的一個典型例證。

7. 結語

西北漢語方言與普通話都存在含“V給”的施用結構，其中“給”作為施用後綴，
用以引入施用賓語，動詞一般為及物動詞；但在西北漢語方言中，能夠進入施用結構

的動詞類型明顯比普通話更為廣泛，如製作義、奪取義和言說義等。

西北漢語方言的施用賓語通常帶有格標記。唐汪話、甘溝話、臨夏話、周屯話中

的施用賓語均用後置標記“哈 /啊”，蘭州話則採用前置標記“給”或“把”。西寧
話介於兩者之間，既可使用後置標記“哈 /啊”，亦可使用前置標記“給”或“把”。
新疆烏魯木齊話既可使用前置標記“給”或“把”，也可以不出現任何標記。相比之

下，山西太原話與普通話的施用賓語一樣，不帶顯性標記。就宏觀地理區域分佈而言，

這種賓語標記的差異構成了一個連續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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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義角色來看，西北漢語方言施用賓語典型語義角色為受益者，此外還包括接受

者、受損者、處所、工具、協同、領有、替代對象、目標等，普通話則主要為接受者。

在西北漢語方言中，施用結構的語序主要表現為 SOV語序，施用賓語通常位於
主語與動詞“V給”之間。對於帶有格標記的方言而言，語序相對自由，VO語序多
表現為動詞“V給”後接名量或動量賓語。與此相比，山西太原話與普通話的施用
賓語位於動詞“V給”和受事之間（如“我賣給他一本書”），甘肅蘭州話的施用
賓語則位於介詞“給”和動詞“V給”之間（“我給他給給一本書”），其語序相
對固定。

此外，有些西北漢語方言的“V給”結構存在歧義，既可理解為施用結構，也可
理解為使役結構，需要結合句法、語義和語用等多方面因素綜合判斷。從共時角度看，

施用義的“給”與使役義的“給”應視為同音異義的動詞後綴，分別構成不同的句法

結構。這一問題有待今後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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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ose found in Mandarin Chinese. As in Mandarin, the applicative marker in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typically derives from the verb gěi ‘give’, which is suffixed to the verb and serves to 
increase verbal valency. When occurring with trivalent verbs of giving, however, the applicative marker 
is optional and does not give rise to a valency-increasing effect.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in different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display both shared and dialect-specific properties. The semantic roles 
of applicative objects are mainly beneficiaries and recipients. Influenced by contact with minority 
languages, the word-order patterns of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across dialects show both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forming a continuum in their distribution. Overall,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marked by 
the suffix gěi ‘give’ constitute a salient grammatical feature of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 grammar.

Keywords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pplicative constructions, gěi ‘give’, word-order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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